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治理及历史经验
张卫波 *

【摘 要】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社会建设方面成效显著。

建设民主公正、清正廉明的新社会；提倡发展生产，开展“双拥”运动，使得

党政军民关系越来越密切；实行精兵简政，加强法治建设，保障人民权利；改

造“二流子”和巫神，加强社会救助，稳定社会秩序；严禁种食鸦片，净化社

会风气。这些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治理方式和历史经验，对今天的社会

治理现代化也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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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

时期。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只有4万多党员，

而到抗战胜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达

到了120余万，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也达到了132

万人，民兵发展到了 260 余万人。同时，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发展到了 19

个，面积达到约 100 万平方公里，抗日根据地

人口接近1亿。在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实践过

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而且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

经验，影响深远。

一、建设民主公正、清正廉明的新社会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根据地在政治及社会建设方面成效显著。歌

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

喜欢”，是人民群众对抗日根据地社会新气象的

生动描述，反映了人们对这种新社会的向往。

人们之所以会对根据地有这样的认识和好评，

除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抗战外，还在于根据

地的社会民主公正、清正廉明。

这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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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的民主政治。所谓“三三制”，1940

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进

行过说明，认为抗日根据地政权在建立和建设

过程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

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

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

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

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的领导，毛泽东特别强调：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

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

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

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在他看

来，所谓领导权，就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

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

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①
为了贯彻执行“三三制”，为了保证选举的

民主公正，1939 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

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

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18岁者，无阶级、职

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

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②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

5条进一步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

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

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

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

政之管理。”③
为了贯彻民主建政的原则，各抗日根据地

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民主选举方

式，发明了“红绿票选法”“豆选法”“画圈

法”“画杠法”“画点法”“香烧洞法”“投纸团

法”“背箱子”和“乍 （举） 胳臂”的选举方

法。陕甘宁边区民众用民谣反映了他们对“豆

选法”等民主选举方式的认可和赞同，唱道：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

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民主政治要实行，

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

又公平。”

在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的动员推动下，人

民群众选举热情高涨，积极参与投票。例如：

陕甘宁边区选民参选率达到 75%—80%，绥

德、清涧、延川等县达到90%以上；晋察冀边

区选民参选率达到 70%以上，平山县第十五区

高达 99%，灵寿县第七区高达 97%④。如此广

泛而普遍的民主选举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从

来没有过的。这充分体现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

民主性质，推动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进程。

根据“三三制”原则，根据地各政府在建

立和建设过程中，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地位和作用，也广泛吸纳了各党各派的力量。

例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 9 人中，共

产党员 3 人，党外人士 6 人；边区政府 18 个委

员中，共产党员 6 人，均为三分之一。再如：

1942 年 10 月 24 日，晋西北 （晋绥） 临时参议

会召开会议举行选举时，共产党员 49 人当

选，超过了应占比例的三分之一，为此共产党

退出两个名额，实为 47 名参议员，不足三分

之一。

通过贯彻实行“三三制”，很多中共党外人

士不仅参加了抗日根据地政权，而且在其中担

任了重要职务。如：李鼎铭担任陕甘宁边区政

府副主席；安文钦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

议长；国民党党员宋维周、邢肇棠任晋冀鲁豫

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苏北名绅韩国钧任苏北参

议会名誉议长、朱履先任副议长；爱国人士朱

雨江、赵坚、刘子谷分任津浦路东、路西各县

抗敌联防委员会办事处参议会副议长。鉴于陕

甘宁边区在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模范作

用，八路军留守兵团还专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

赠送了“民主典范”的匾额。

其次，为了在抗日根据地形成清正廉明的

社会环境，根据地民主政府严禁政府工作人员

享受特权，倡导节俭生活。例如：当时国民党

中将每月薪俸为 400 元、县长每月薪俸为 180

元，而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规定从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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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长到边区政府主席，“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

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

人工资的水平”，陕甘宁边区的行政长官“每月

最高的津贴也只有五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二

元半，每天粮食一斤四两，菜钱四分。县政府

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0元至30元之间”；在晋察

冀边区，“边区政府主席每月生活费只有十八

元，各县行政工作人员生活费普遍都在十元左

右，一切个人的应酬、膳食、衣服且均为自

备，而许多廉洁的县长还节约其生活费之一部

捐助于抗战或群众团体”。⑤
为了严惩贪腐行为，1938 年 8 月，陕甘宁

边区政府还颁布了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

条例》，规定：（一） 贪污数目在 500 元以上

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二） 贪污数

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

以下有期徒刑；（三） 贪污数目在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者，处 1 年以上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 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苦役；并规定：上述罪犯还“应追缴

其全部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私人者，视其性

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部分，无法追缴

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⑥之后，1941年

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规定：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

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

犯法者从重治罪。”⑦
在颁布法令的基础上，抗日根据地政府还

用严厉措施惩治腐败，于 1941 年枪决了肖玉

璧。肖玉璧曾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

期间，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逃跑。鉴

于性质恶劣，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并执

行枪决。之后，《解放日报》 还刊登文章指出：

“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

污事件，我们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

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

这极大地遏制了贪腐案件的发生。据统计，仅

1937年到1938年两年时间内，边区司法部门就

依法处理了 180 起贪污腐化案件。由于惩贪措

施有力，陕甘宁边区的贪腐案件逐年下降，如

1939年发生360起，1940年发生646起，1941

年下降为153起。

这为根据地的社会建设营造了一种清正廉

洁的良好社会风气和环境，与国民党统治区的

社会黑暗、吏治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很

多知识青年之所以不远千里、克服种种困难由

大后方来到抗日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

为了抗日，还缘于对根据地这种民主公正、清

正廉明的新社会的追求和向往。

二、提倡发展生产，开展“双拥”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

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封

锁，使得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

经济遭遇极端困难。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陕

甘宁边区实行了包围和封锁，甚至提出“一斤

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在这种情况

下，很多战士没有衣穿，没有粮食和菜吃，有

的工作人员甚至在冬天没有被盖。在这种严峻

形势下，毛泽东于 1939 年 2 月向全党和根据

地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

召。同时，党中央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1943 年 10 月又

提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

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

难 （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

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

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

为主体。”⑧
根据这一要求，抗日根据地兴起了轰轰烈

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和根据地政府的领导人

以身作则，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发挥了表率模

范作用。特别是1941年春天，王震带领八路军

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屯垦。他们逢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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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水搭桥，风餐露宿，开展开荒劳动竞

赛，种上蔬菜和水稻，终于将南泥湾改变成了

陕北的江南。

经过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至

1944年期间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粮食产量

由1938年的120万石，增加到了1944年的180

万石；棉花产量由 1941 年的 50 万斤，猛增到

1944年300多万斤。到1945年，边区广大农民

大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

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有的还做到

了“耕一余一”。其中，三五九旅平均每人开荒

18亩，除吃用全部实现自给外，做到了“耕一

余一”。与此同时，根据地的工业和商业也呈现

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例如抗战之前，延安

仅有 123 家小店，到 1943 年已经拥有 473 家店

铺。对外贸易也迅速增长，著名的“陕北三

宝”——食盐、皮毛、甜甘草，成为边区对外

贸易的主要商品。⑨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各根据地普遍

兴起了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1月28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还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

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根据地的土地政

策，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

土地政策”⑩。通过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根据地

农民的负担明显减轻，生活有所改善。据统

计，晋绥区1943年后减租减息的农民有56175

户，减租粮 50977 石，清理旧债户 10590 户，

获 粮 共 185515 石 ， 法 币 250081 元 ， 白 洋

152020 元，赎地 406828 垧，买地 165259 亩。

这使得农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

提高。正如王稼祥所说：“这种政策可以说是边

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

租的地方，广大人民的抗战和生产积极性都大

大增加了。”
不仅如此，为了使得党政军民融洽协调，

从而推动抗战和生产，中共中央还大力倡导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在陕甘宁边区首

先开展“双拥”运动。1942 年 10 月，中共中

央西北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由边区政府

和留守兵团共同发起开展“拥军拥政运动

月”。1943 年 1 月 15 日，边区政府发布 《关于

拥护军队的决定》，并决定每年春节前后要通

过各种形式慰问驻军。1 月 25 日，八路军留守

兵团政治部发布 《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

定》 和 《拥政爱民运动月的指示》。同年，10

月 1 日，毛泽东在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

和拥政爱民运动》 指示中提出：“为了使党政

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

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

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

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

众运动。”10 月 14 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

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开展拥政爱

民运动，指出：“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

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

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

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

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他认为“一切问题

的中心是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 （军队） 与非

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才能实

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是会爱

护军队的”。根据这些指示和要求，边区各

级政府、各部队都开展了广泛的拥军优属运动

和拥政爱民运动，使得党政军民关系越来越

密切。

三、实行精兵简政，加强法治建设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脱离生产人

员一度很多。据李维汉回忆，1937年陕甘宁边

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14000人，1938年

年 16000 人 ， 1939 年 49000 人 ， 1940 年

61000人，1941年73000人。与之相应，人民

负担逐年增加：1937年征收公粮14000石(1石

为 300 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 1.28%；1938

年征收公粮 15000 石，1939 年征收公粮 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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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1940 年征收公粮 10 万石，1941 年激增至

20 万石，占总产量 13.8%。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1941 年 11 月，民主人士

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

简政建议。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采纳这一建

议，并发出“精兵简政”指示，要求切实整顿

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

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1942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在 《对华中精兵简政

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明年必是非常困难

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

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

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

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

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8月19

日，在给时任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

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以及时任中央西北局组

织部部长陈正人的信中，又说：“今天所谈二

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

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

而精简包括精少、效能、统一诸方面。”“此事

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

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

耳边风。”9 月 7 日，毛泽东在为延安 《解放

日报》 写的社论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中再

次强调：“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

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

一就是精兵简政”“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

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他认为，实

行精兵简政，不仅有利于克服“鱼大水小的矛

盾”，而且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的途径和

方法，指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

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

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

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

成无敌的了。”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1941年至

1943 年，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

通过精兵简政，政府人员大幅削减，人民的负

担也随之下降。例如：陕甘宁边区1945年征收

的公粮，从 1942 年的 20 万担减少到 12 万担；

延安县1941年征用民力60025人，1942年减少

到 28493 人，减幅 52.4%；绥德县 1941 年征用

民力 74196 人，1942 年减少到 900 人。这极

大地提高了根据地民主政府的办公效率和威望。

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在精兵简政的同时，

还十分注重法治建设，以从法律层面保障人民

各项权利和人民的身心健康。1940 年 12 月，

毛泽东在 《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中

提出：“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

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

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

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1941 年 5

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第六、七条明确

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 （地主、资本家、

农民、工人等） 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

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

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

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

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改进

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

供。”同年 1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

会上演说时再次强调：“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

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

利。”
为了保障人权，各根据地民主政府都制定

了名称不一的人权保障法律和条例。例如：

1940 年 11 月 11 日，山东抗日根据地制定 《人

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制定

《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2年11月，晋西北边

区制定《保障人权条例》；1943年，渤海区制定

《人权保障条例执行细则》。这为根据地人民人

权的保护和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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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造“二流子”和巫神，加强社

会救助

在抗日根据地，当时一方面涌现出了很多

劳动模范，催人奋进；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

流民，包括不少的“二流子”和巫神。据统

计，仅仅在陕甘宁边区就有2000多名巫神。这

些“二流子”和巫神，大都好吃懒做、游手好

闲，终日无所事事，甚至装神弄鬼，不仅浪

费、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而且还造成社会动

荡，导致社会风气污浊、封建迷信猖獗，可谓

根据地社会治理的顽症痼疾。

针对游荡于乡间的“二流子”，1943 年 11

月，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

所做的 《组织起来》 的报告中要求：“所有

‘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

人。”为了改造“二流子”，根据地政府不仅

组织“二流子”参加集体劳动、督促其劳动，

而且还通过闹秧歌等娱乐方式，加强对“二流

子”的思想教育和改造。通过对“二流子”的

改造，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使乡风出现

了新面貌。这也为根据地政府积累了社会改造

与社会治理的经验。

针对巫神盛行的情况，为了破除农民的封

建迷信观念，根据地政府十分注重对农民进行

科学知识教育，通过讲演、报刊、壁报、展

览，以及出版通俗科普读物等方式，传播自然

科学知识和医疗卫生知识。据统计，在抗战期

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共组织开展了 500 多次各

类卫生常识宣讲会，参会的人员达到30000多

人次；《解放日报》 专门开辟了科普专栏，共

办了 62 期，刊登科普类文章 200 余篇；1942

年至 1944 年，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反封建迷信、

宣传科学常识的科普读物和材料达 80000 余

册。1944 年7月，陕甘宁边区还在杨家岭大礼

堂举办了延安卫生展览会。通过这些宣传，根

据地的封建迷信活动得到了遏制，人们的社会

生活习惯也得到了改变，更加趋于健康科学。

这对推动根据地的移风易俗进程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根据地流民中，除了“二流子”、巫神之

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难民、灾民。当时根

据地自然灾害频发，例如：1942年陕甘宁边区

遭遇了严重的水患，损失惨重，各县共有灾民

54500余人，死618人，伤252人，无下落者约

352人，被冲毁房屋共约7000栋又2200间，被

淹耕地共50880亩，农业损失约1.322亿元，死

伤牲畜约 1000 多头，其他财产损失约 3000 万

元。
面对自然灾害对生产造成的危害，以及大

量难民无以为生的境况，根据地政府实行以工

代赈，兴办工厂，兴修水利，吸收难民到工厂

做工，参加水利建设，安置难民。同时，政府

拨给难民贷款、土地、种子、食粮，为他们恢

复生产、重建家园创造了条件。有些地方还建

立了合作社，促使农民之间互相协作，共同发

展生产。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有效改善了难

民、灾民的困难境遇，增强了他们对根据地民

主政府的信任和认同。这对稳定根据地社会秩

序、推动社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严禁种食鸦片，净化社会风气

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保障根据地军民的身

心健康，边区政府严禁烟、毒的种植和吸食。

近代以来，烟毒泛滥，严重侵害了中国人民的

身心，是影响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顽症痼疾。

日军入侵华北之后，为了达到毒化中国军民的

目的，更是通过诱惑或胁迫手段，强制将山西

的太原、平定、清源、榆次、平遥、介休等26

县确定为种烟区，强迫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其

中，仅在太谷一个县，烟田竟达6000余亩，而

太谷县的第一大村范村，烟田竟然占全村土地

的 70%。在河南，种植鸦片的耕地面积甚至达

到了总土地面积的3%。在鸦片的毒害下，很多

家庭家破人亡，人民身体虚弱，形容枯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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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烟毒泛滥的乱象，各抗日根据地建立

之后，通过立法等各种措施对烟毒祸害进行了

治理和禁止。例如，仅晋察冀边区政府就先后

出台了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查禁种烟令》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开展灭毒运动的命

令》《关于贸管局卡及检查站稽查与处理违禁物

品的决定》《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加管

理毒品的布告》《晋察冀边区鸦片缉私暂行办

法》《晋察冀边区戒烟暂时办法》 等近 20 种法

令，禁止鸦片的种植和吸食，并采取措施强制

戒烟。其他根据地也制定和颁布了类似的法律

条例。这些措施在根本上禁绝了鸦片在抗日根

据地的泛滥和吸食，保护了根据地民众的身心

健康，改变了因吸食鸦片而偷盗犯罪的社会

风气。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这同国民党

在大后方的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毛泽

东 1940 年 2 月 1 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发

表演讲时，将根据地的社会面貌总结为“十

不”。他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

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

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

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

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

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944年

秋，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赴晋绥边区进行实地

调查访问时，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边区的政府官员和部

队从事垦荒、纺织、织布，把他们的技术知识

凑在一起，从乌有之中建立工业。他们将农民

组织在合作社中，以节省劳力，增加生产力，

获取抗战的人力。”

六、历史经验：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回顾抗日根据地社会治理的基本过程，可

以看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方面

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基本落脚点和出发

点，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对此，毛泽东不仅号召广大党员干

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于1942年12月

在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的报告中，明确地

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

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

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他还说，要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

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

这些问题，这“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

的第一位工作”。1943年11月，又指出：“我

们共产党员，无沦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

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

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

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竞有什么好处没有呢？

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

员。”他认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

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

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

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

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毛泽东的这些论述

实际上是抗日根据地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的集

中体现，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

与之相应的是，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也给

予中国共产党以大力支持，使之不断发展壮

大，并表现出蓬勃的生气和力量。对于这一

点，不仅国内民众看得很清楚，而且一些在华

外国人也看得十分明白。美国时任驻华外交官

台维斯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显著的生气

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

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在他看来，“共产党的

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

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

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

的。”以此为由，他断言，“共产党将在中国存

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

的命运。”美国时任驻华外交官谢伟思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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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力量。”他认

为，共产党能够存在、发展并取得成功，主要

“是因为人民允许、支持并全心全意与他们共同

作战。这里军队和人民是完全团结了”。在他看

来，“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因

而使他们之被消灭成为不可能，从这基本的事

实，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

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他甚至预言：

“除非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和共产党有同

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人民的领导地位

（关于这两点至今尚无愿意或能做的征兆），不

然，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

主导力量。”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根据地

军民的支持下，抗日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

化及社会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其间，中

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不仅

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建设提供了

借鉴和参考，而且对今天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也

有一定启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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